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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青藏高原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意义

◎ 霍　巍

【摘　要】 青藏高原吐蕃时代考古近年来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就，其中入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六大考古发现”的青海省海西州泉沟一号墓和因都

兰“3·15”盗掘古墓葬案而启动发掘的青海省都兰热水血渭2018年一号墓两处吐蕃时代

墓葬最为引人注目。这两处墓地同时也入选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丝绸之路考古”重大

发现。本文对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加以评述，揭示其对于我国边疆考古、丝绸之路考古

等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两处墓地的主要发现表现在墓葬的地面墓园布局、墓葬结构与形

制、壁画墓和漆棺的出土以及黄金制作的冠饰、镶嵌绿松石的鋬指杯等遗物的出土等关

键性要素上，从中可以观察到吐蕃丧葬制度和习俗在青海地区的流行与变迁，也反映出多

民族文化融合、丝绸之路交通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若干线索，为吐蕃时代考古与吐蕃古史研

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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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7 世纪以后，兴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成为亚洲腹地一支具有强烈震憾力和冲击力的力

量。原来分散于高原各处的吐蕃各部经过长期兼并战争，最终建立了统一的吐蕃王朝，并在随

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将其势力拓展到整个青藏高原。处在兴盛时期的吐蕃曾长期扼控西域，

势力一度扩张到中亚和南亚，在其东向发展过程中兵锋直指大唐王朝，在今青海地区与唐王朝

长期争夺，并将吐谷浑归并入吐蕃版图。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吐蕃人也冲出高原，积极加入到

以中原唐王朝为主体建构的新一轮国际交流与竞争互动格局当中，以其独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

文化参与到“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为 7-9 世纪的中国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有

力推动了青藏高原各族社会进步发展的步伐及其文明进程。这在客观上为我国西部各部族最终

融入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之中，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但是长期以来，在《新唐书》《旧唐书》等汉文史书记载中，这一段极其丰富、生动的历

史篇章却多被汉族史家局限在唐蕃双方的政治、军事关系等方面的叙事当中，对于吐蕃时代的

文化面貌及其与中原地区、欧亚草原、南亚次大陆等地的交往、交流、交通的情况却少有着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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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留给世人吐蕃社会封闭、局狭，甚至野蛮、落后的印象，不能不说带有汉族

史家强烈的“文化偏见”和“地域偏见”。近年来，青藏高原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以实物

证据再现了吐蕃时代青藏高原多民族文化各具特色但又彼此交流、相互融合的面貌，尤其是对

认识青藏高原在“丝绸之路”上所起到的作用和地位，都是极具启发意义的。本文拟结合近年

来入选“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中国考古六大发现”“考古中国重要发现”的青海省海西州泉

沟一号墓和青海省都兰热水血渭 2018 年一号墓两处青藏高原吐蕃时代具有代表性的考古成果

略加评述，初步对其意义和价值进行探讨，以求引起社会更多的关注和讨论。

一、青藏高原上的“黄金之丘”：都兰热水血渭2018年一号大墓

青海都兰热水吐蕃墓地位于青海省都兰县热水乡血渭草原。“热水沟—察汗乌苏河”将草

原分为南、北两岸，两岸均有古墓葬发现。1982 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首次调查

发现了位于血渭草原北岸的墓地，并从当年 7 月开始对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座编号为 M1 的墓葬

（考古学界习称为“都兰一号大墓”，民间称其为“九层妖楼”）进行了历时多年的考古发掘。

其间，这一地区的古墓葬不断遭遇被盗，抢救性的考古清理时有发生。1999 年 7-9 月间，北

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血渭草原的南岸又联合发掘清理了 4 座大、中

型的吐蕃墓葬，虽然这几座墓葬都已被盗掘一空，但仍然从中出土了丝绸、金银器、木器的残

件①。2014 年 4-9 月，为配合哇沿水库工程建设，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共同再次对都兰热水墓地进行了发掘，清理了 25 座墓葬和 5 座殉马坑，出土各种质地的文物

残件 900 余件②。在上述几次发掘工作中，影响最大、出土器物最为丰富、遗物最为精美的仍

然是“都兰一号大墓”，尤其是其中残存的大量丝绸残片，让人耳目一新，重新认识到吐蕃时

代丝绸的丰富多彩③。

“都兰热水血渭 2018 年一号大墓”与 1982 年发掘的“都兰一号大墓”均位于血渭草原北

岸墓群的中心区域，前者很可能是“都兰一号大墓”的陪葬陵之一（为了便于区别，以下简称

为“2018 一号大墓”），虽然发掘工作尚在进行过程中，但从考古发掘清理出的地面建筑来看，

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发现。

2018 一号大墓由于一次大规模的盗掘被发现，从中出土了大量文物。当这些文物被查获之

后，文物考古部门采取了抢救性的发掘。从迄今为止发现的情况来看，这座大墓从墓葬形制与

布局上都和吐蕃腹心地带的大型墓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例如 ：地表有显著的大型封土，封土

形状为方形，边框采用叠石砌筑，四周以泥坯围砌。这座大墓也是迄今为止在青藏高原发现的

地表保存墓园遗迹最为丰富的一座吐蕃时代墓葬，墓园建筑由茔墙、回廊和祭祀建筑组成，茔

墙石砌，平面方形，北墙设有保存较好的木质门构，可以由此进入到回廊。回廊环绕封土一周，

可以供人出入。祭祀建筑位于墓园东北角，石砌，由照壁和一大一小两座房址组成，房址的木

质门构还清晰可见。大房址内发现羊的肩胛骨和斜插入地面的方木，可能与祭祀所遗留下来的

①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都兰吐蕃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0-26页。

② 此次发掘工作的正式考古资料尚未公开发表，笔者曾应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之邀前往发掘现场参观。

③ 许新国：《中国青海省都兰吐蕃墓群的发现、发掘与研究》，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大阪经济法科大学编：《7～8世纪东亚地

区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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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迹有关①。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 ：“其赞普死，以人殉葬，衣服珍玩及尝所乘马弓剑之

类，皆悉埋之。乃于墓上起大室，立土堆，插杂木为祠祭之所。”②  过去我们在对西藏山南吐蕃

赞普王陵（习称为“藏王墓”）和朗县列山墓地、拉孜县查木钦墓地等吐蕃时代大型墓地开展

考古调查时，曾在一些墓葬封土顶部的一角发现过房屋建筑遗构的痕迹，但因为破坏过甚已无

法辨析其结构，虽然也曾推测其性质可能系墓葬的祭祀建筑遗迹③，但终因未经考古发掘清理

而证据不足。此次发掘以确凿的证据证明，吐蕃最高统治阶级赞普（藏王）的陵墓和高级别权

贵墓葬都有一套完备的营葬和祭祀体系，这和文献记载相互吻合。笔者从目前可以观察到的考

古现象推测，很可能除了死者生前已经开始预筑陵墓——类似中原汉唐帝陵的“寿陵之制”之外，

在下葬过程中也有一套严格的丧葬礼仪程序，甚至在死者下葬之后，也还有四时墓地祭祀之礼，

所以在墓园中设置有回廊、祭祀的场所。

著名的意大利藏学家图齐（G.Cutti）在其名著《藏王墓考》一文中，曾根据藏族历史文献

记载描写了藏王死后后世为其守陵的情形 ：“……在内相之中要选择一个人作为王冢的看守人，

此人须得充当死者的角色，与世间隔绝开，住在坟墓附近，因而甚至与他的家人都没有任何交

往。他有权处置任何敢于接近坟墓的生灵，不管是人或者动物。一个人一旦被他碰了一下，就

变成了他的奴仆，或者说是变成了内相所扮演的已故国王的奴仆。在死者的纪念日里要举行一

个仪式，在此期间大量的供品堆积起来，王室的成员们进入一间专为此刻建造的殿堂里，吹起

号角，宣布第二天举行仪式，做此宣告是为了让死者在那个时刻转移到另一个河谷中。当仪式

结束时，奉献出来的衣物、马匹、动物及其他各种供品堆积在殿堂附近，参拜者头也不回地离

开此地。这个时候，死者，或者说是那些扮演死者的人，前来取走供品。”④ 以往对于这类记

载的真实程度，考古学家们保持着高度冷静的审慎态度，因为毕竟缺乏足够的考古证据来加以

证明。这次 2018 一号大墓考古发掘出土的墓园遗存，让我们似乎感受到这种历史场景的再现，

对于吐蕃时代的墓祭习俗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

这座大墓之所以会被提上正式进行考古发掘清理的日程，其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被

盗掘甚烈。而正是后来被破获收缴回来的大量出土器物，透露出吐蕃时代墓葬随葬品的丰厚程

度让世人感到震惊。这里，有必要对相关的出土器物情况做一个追述。

早在 2013 年，香港一家私人收藏机构——梦蝶轩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作，举办了题

为《金曜风华·梦蝶轩藏中国古代金饰》的公开展览，展出了近 300 件公元前 1500 年至公元

1700 年间欧亚及中国境内的金银器，其中也包括一批来源不明的“疑似吐蕃金银器”在内。

时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史讲座教授的苏芳淑女士担任展览策划和图录主编，由她邀请了国内相

关学者撰写专题论文。该展览公开出版了图录，共一套三册，其中第二册《金曜风华·赤猊青

骢》共收录 105 件（组）金银器，笔者受邀为其撰写了相关条目说明和专题论文⑤。笔者在论

文中认为，此次梦蝶轩展出的这批金银器门类涉及面广，纹饰题材丰富多彩，显示出很高的品

① 韩建华：《隋唐考古：从长安到边陲，从考古走向隋唐历史》，《澎湃私家历史》2020年5月3日，http://www.thepaper.cn/

newsdetail-forward-6189685。

②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20页。

③ 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9-89页。

④ 〔意〕图齐：《藏王墓考》，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编：《藏族研究译文集》（第一集），北京：北京外国语学院印刷，

1983年，第4页。

⑤ 苏芳淑：《金曜风华·赤猊青骢——梦蝶轩藏中国古代金饰》，香港：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及文物馆，2013年，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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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和独特的风韵。其中有相当部分器物可能是专为吐蕃王国较高级别的王室贵族、大臣或将领

的丧葬仪式所制作的金银器，其出土地点虽然没有正式的认定，但学界基本倾向于认为这应当

是一批出土于吐蕃时代墓葬中的金银器①。

2019 年，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山宗·水源·路之冲——一带一路中的青海”展览共展出了

青海省的 442 件（组）精品文物。展览第四部分“吐蕃东进”集中展示了青海都兰吐蕃墓群出土

的一批金银器。笔者在观察和比较这批青海都兰出土的吐蕃金银器之后，发现这批金银器无论是

从种类、形制特点、制作工艺，还是从装饰风格、题材等各个方面，都和上述香港梦蝶轩收藏的

金银器极其相似，甚至有些器形还完全相同。笔者由此推测，这两批金银器很可能都同出于青海

都兰热水境内的吐蕃时代墓地，可以归并于一起进行研究。但究竟是出土于都兰热水墓地中的哪

一座墓葬，当时还无法加以确认。

2019 年，国家文物局公布了四项“考古中国”与丝绸之路的重大成果，列入了青海都兰“2018

一号大墓”。随后在各种媒体公布的信息当中，随文附有一些“热水墓葬被盗文物”的照片，其

中包括三件金银器②。经笔者比对发现，它们和“山宗·水源·路之冲——一带一路中的青海”

展览中所展示的金银器完全相同。由此可以肯定，展览中展出的都兰热水吐蕃墓葬出土的金银器，

就是出土于这座吐蕃时代大墓之中。如果这些推测无误，那么 2018 一号大墓就是迄今为止青藏

高原吐蕃时代墓葬中出土金银器数量最大、种类最丰、造型最美的一座墓葬，堪称中国考古发现

的“黄金之丘”③。

目前，2018 一号大墓的考古发掘正在进行之中，填土中已经发现金银器的残片，墓室是

否还会残存有“劫后余生”的部分金银器和其他随葬品的残件，尚无法判定。但是，既便是从

既有的出土金银器而言，该墓也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墓中出土的金银器中有大量的拓捶成箔

片状的装饰性器物，这些金银饰片上面多以捶拓、压印、錾刻等不同方法得到忍冬、莲花、团花、

缠枝花草以及立鸟、翼兽、狮、狼等动物纹样，可从中窥见其制作工艺与纹饰风格等。这些金

银饰片可能是用来装饰衣服、马具、毡帐和箱匣等物体的表面。各种丰富的纹样当中，尤其以

具有浓厚欧亚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风格的大角动物、带翼神兽最富特点，体现出吐蕃时代青藏高

原与域外在金银器工艺方面的交流与互动。还有多件（套）用金银制作的口、鼻、嘴巴、胡须

等面具组饰，应属公元 8 至 9 世纪吐蕃王朝兴盛时期的王家贵族所用之物。《册府元龟》等汉

文史籍记载青藏高原古代丧葬习俗“……其酋豪死，抉出其脑，实以珠玉，割其脏，易以黄金，

假造金鼻银齿，以人为殉”④，这和此墓当中出土的这类黄金面具组饰颇有暗合之处。另外，

比较近年来在西藏西部“象雄”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其他式样的黄金面具，我们认为这几组覆

① 霍巍：《梦蝶轩藏吐蕃金银器概述》，苏芳淑：《金曜风华·赤猊青骢——梦蝶轩藏中国古代金饰》，第2-13页。

② 韩建华：《隋唐考古：从长安到边陲，从考古走向隋唐历史》，《澎湃私家历史》2020年5月3日，http://www.thepaper.cn/

newsdetail-forward-6189685。

③ “黄金之丘”这一称呼源起于世界考古学界对于中亚的一项重大考古发现。1978年，前苏联考古队在著名的中亚考古学

家维克多·依万诺维奇·萨瑞阿尼迪（Viktor Ivanovich Sarianidi）带领下，在阿富汗西北部席巴尔干镇附近一个小小的山

丘——蒂拉丘地发掘出土了一批重要的古代墓葬。这批墓葬一共六座，五位墓主人是女性，一位是男性。这个地点正好

就在史书记载的“大月氏”活动的地域之内，这就和张骞出使西域到达的大月氏联系起来了，因此学术界推测这可能就是

大月氏“五翕侯”之一的墓群。这几座墓葬里出土了大量的黄金制品，总计达到21600多件，震惊了国际社会，因而国际考

古学界将发现地蒂拉丘地称为“黄金之丘”，并得到广泛响应。

④ 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九六○、九六一《外臣部·土风（二、三）》（第1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303-11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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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与南亚、中亚等地的黄金面具之间也有一定联系，有东西方文化交互影响的痕迹①。

总之，随着青海都兰血渭 2018 年一号大墓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

我们相信，这座青藏高原上的“黄金之丘”一定还会带来更多的重要发现，不断刷新人们对吐

蕃时代高级别大墓丧葬礼制的认识，为世人揭示出更为丰富的历史画卷，以考古实物资料弥补

文献记载的空白之处。

二、王冠与丹青交相辉映：胡汉交融的泉沟一号墓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泉沟一号墓入选“2019 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笔者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办的“六大考古发现”考古报告会上为这个项目进行点

评，印象十分深刻。

“泉沟”这个地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流从沟渠中流淌而过的画面。而事实

上，笔者第一次到达泉沟这个发掘地点时，却发现实际的景象与其芳名大相径庭，满目的沙丘绵

延成片，只有黄褐色的沙土随风漫卷，天地之间充满着干涸和燥热。没人能够想到，在沙丘地下

深处竟然会掩埋着这样一座满目丹青的吐蕃时代壁画墓。

这座墓葬的发现史、发掘史也和一部盗墓史密不可分。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我从时任青

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许新国先生处就了解到一些有关这座壁画墓的信息，此墓前后多次

被盗，许新国先生曾亲临现场进行保护工作，并在后来的学术讲座中放映过几张墓室壁画的照

片。2019 年，这座墓葬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开始正式进行考古发掘清理，笔者有幸在青海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乔虹副所长、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中心仝涛先生的安排下参观了发掘现

场。这座墓葬在以下几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其墓葬结构和都兰热水墓地吐蕃时代墓葬具有一些共性。这是一座砖木混建的方形

墓室，带有长斜坡墓道，有前室、后室和两个侧室，后来还清理出专门用来放置金冠、金鋬指

杯的一个小“暗格”。在建筑方式上，墓葬采用了大量柏木来搭建墓室，前室为砖室，后室和

两个侧室的顶部、四壁都用大量的柏木砌建。

类似的考古现象在都兰热水吐蕃时代墓地也有发现，如热水河南岸一号墓，其形制也是

多室墓，共分五个墓室，南北各两室，两两相对，另在西南角有一室，各室之间有甬道相接

通，其平面呈“亚”字形。南岸二号墓平面为长方形，墓室内部分为两部分，西半部用柏木

砌成梯形椁室一间，东半部依托墓室石墙成为一梯形室。南岸三号墓墓室平面略呈“凸”字形，

墓道朝南，由东室、中室、西室和墓道四部分组成。南岸四号墓为单室墓，由主室和墓道组成。

这几座墓葬在构筑方式上的最大特点，均是采用砖石与柏木混筑。一号墓各室的顶棚均采用

粗大的柏木构成，其中甬道、前室和后室顶部的柏木沿其面阔方向排列，由上、下两层柏木

错位平铺 ；左右耳室顶棚的柏木沿进深方向排列，上皮压在前室顶棚的柏木之下 ；甬道和门

道上也都采用粗大的柏木或木枋作为立柱、过梁、门柱、门槛等，甬道内的柏木上还见遗有

牛鼻形穿者②。这些现象表明，青藏高原在公元 8 世纪前后（泉沟一号墓据称碳十四测年为公

元 8 世纪左右）可能有较多森林资源可供利用，当然也不排除有着较高等级的王公贵族从周边

① 霍巍、霍川：《青藏高原发现的古代黄金面具及其文化意义》，《敦煌学辑刊》2019年第3期。

②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都兰吐蕃墓》，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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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征集、调用大量木材用于营建墓葬的可能性，但距离应当不会过分遥远。这些考古现象对

于重新复原泉沟墓地的古环境、泉沟墓地与外界的交通与交流等问题不无帮助。

其次，泉沟一号墓是青藏高原首次发现的壁画墓，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壁画主要分布在前

室、后室，前室绘制在砖墙泥皮的表面，后室绘制在涂抹了一层白灰的柏木板上。壁画的布局

似有一定之规，前室有牵马武士、迎宾等场面，后室有象征居室的木建筑，也有带通风口的毡

帐，它和过去在青海郭里木棺板画上绘制的毡帐在形态上十分相似。后室壁画中还有放牧、耕

作的场面。

壁画中出现的各类人物和事物是我们解读和判断壁画内容、年代、族属的重要依据。其中

就人物形象而论，前室壁画中出现的牵马武士头上缠巾、身穿长袍、腰上系带、脚上穿靴、脸

部均有用褐色涂出“赭面”的色块，领头者身上悬挂着象征武士身份的虎皮（亦说为豹皮），

带有很浓厚的吐蕃文化色彩。后室中绘制的人物成分显然比较复杂，当中既有着吐蕃衣饰者，

也有头戴“垂裙皂帽”的人物形象，这种“垂裙皂帽”，曾是北魏鲜卑族的装束特点。1973 年，

宁夏固原雷祖庙发现的一座北魏墓葬出土有描金绘彩漆棺，发掘者从经过拼接的残漆皮上复原

了其大部分画面①。孙机先生研究认为，漆棺上的人物皆着鲜卑服饰，“故而在整个漆棺上笼

罩着浓厚的鲜卑色彩”②。泉沟一号墓位于历史上曾是吐蕃占领之下的吐谷浑故地，同时出现

吐蕃文化和鲜卑文化交织的因素，是符合当时历史背景的。此外，后室壁画中绘制有汉式的木

建筑物，也有似着汉装的人物，因残损过甚而无法知其全貌，表明汉文化的影响也很明显。

第三，墓葬中出土有十分精美的彩绘漆棺残件。由于当地气候高度干燥，墓内的漆棺残件

上的纹饰、图案保存得漆色如新，十分鲜艳。漆棺的绘制总体上感觉比壁画精细得多，无论是

工匠的用笔还是施色都很考究，图案有既有装饰性的花卉，也有骑马穿袍的人物，在黑底上施

彩的基本色调形成强烈的色彩反差，用细腻的笔触勾勒轮廓线条，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壁画

和漆棺绘画风格的差异，或许与两者的绘制者不同、绘制的场域和环境不同等因素有关。从绘

画技法和技巧而论，漆棺的绘制似乎更显功力。

泉沟一号墓中壁画和漆棺的出土，使得高原古代美术一个新的门类浮出水面，是继青海郭

里木吐蕃棺板画的发现之后，吐蕃时代美术考古的又一次重大的发现，也为吐蕃“形象史学”

研究增添了大批新的资料。目前此墓的田野考古工作发掘已经结束，转入到室内整理，我们期

待着还有更多的细节陆续公诸于世。就笔者现有的基本观感而言，这座壁画墓所体现出的最大

的艺术特点，是多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来自中原汉地的唐朝文化，与来自青藏高原的吐蕃文

化和来自北方的吐谷浑文化在此融为一炉，凝练升华为一种富有地域性特色的墓葬美术形式。

第四，墓葬暗格中出土的黄金冠饰和鋬指杯是重要的发现。此墓在后室西侧墓底设有一个

封闭的暗格，暗格是在营建墓室过程中专门设计用来放置和密藏墓主“镇墓之宝”之所，其

性质和中原商周时代至汉唐时代墓葬中在墓底所设的腰坑有异曲同工之妙。暗格中特别安置

了两件金银器，一件是珍珠冕旒龙凤狮纹鎏金王冠，一件是镶嵌有绿松石的四曲鋬指金杯③。

① 固原文物工作站：《宁夏固原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4年第6期。

② 孙机：《固原北魏漆棺画研究》，《文物》1989年第9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乌兰县文体旅游广电局：《青藏高原首次发现

吐蕃时期壁画墓》，《中国文物报》2020年1月17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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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由考古学者经过科学清理发掘出土的两件吐蕃时代的金银器，出土现场保存

完好，金银器的原生位置明确，这为进一步展开科学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难得的条件。

以往发现的吐蕃系统金银器中，也曾经有过一些与金银冠饰比较相似的残片①。著名的前

苏联中亚考古学家马尔夏克先生逝世前，曾经研究过这些残片的可能性复原。在他生前正在撰

著的一部未刊手稿——《中亚的吐蕃帝国 : 公元 7-9 世纪》（The Tibetan in Central Aaia:7th-
9th centuries）当中，曾推测这些金银器的残片可能和吐蕃王朝的王冠有关。笔者曾根据马尔

夏克先生生前的研究，在对这批现已流传国外的“冠形”金银器残片进行实地考察之后，初步

推测它们可能和在今蒙古国首府乌兰巴托以西 45 公里的鄂尔浑河畔突厥第二汗国毗伽可汗陵

园内发掘出土的一件突阙王冠有相似之处，其形制很可能是一种用带状的金银饰片围绕成的冠

饰②，具有同一时代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政权中流行的王冠式样的风格特色。

此次在泉沟一号墓中出土的金冠，形制要复杂得多，目前仅根据新闻稿上发表的图片还不

能对其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仅从最为粗略的观察比较可知，这是一顶由多面金箔拼嵌组合而

成的围合式冠饰，冠前还垂饰有珍珠冕旒，和前述突阙毗伽可汗以带状金银饰片围合而成的王

冠式样明显有别，而与图像资料中显示的中原地区汉唐时代中原帝王的王冠式样似乎更为接近。

此外，谁是王冠的主人？这个问题涉及到对墓葬族属、墓主人身份的推定，通过对泉沟墓地营

建历史以及相关历史背景的深入研究，谜底将会被揭开，而“破秘”的密码，或许就隐含在这

顶王冠之中。随着室内整理、研究工作的进展，这顶可以称之为“青藏高原第一王冠”的金冠

饰，也将带给我们更多的历史信息和更多新的惊喜。

另一件特地放置供奉在王冠前面的镶嵌有绿松石的四曲鋬指金杯，是迄今为止经过科学考

古发掘出土的唯一一件完整的吐蕃时代同类器物。虽然以往这类镶嵌绿松石或者各类宝石的金

银器在国内外流传甚众，频繁现身于各大博物馆的展出当中，但都苦于缺乏明确的考古背景而

仅仅只能作为传世文物进行艺术鉴赏，难以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考古类型学标本。泉沟一号墓

出土的这件造型优美、富丽堂皇、具有浓郁中亚金银器风格特色的鋬指金杯，是墓主人生前最

为喜爱的随身使用器物，在墓主人死后，随同象征其身份地位的王冠一道随葬入墓，其地位之

重要，显然远超墓内其他随葬品。今后对其造型风格、制作工艺、装饰技巧、使用功能和在丧

葬过程中的用途进行深入研究，会对既往流传于世的吐蕃时代这一系统金银器的认识，产生深

远的影响。

结　语

1928 年，傅斯年先生在其撰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这篇影响深远的论文中，

曾经提出过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口号 ：“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

脚找东西！”③ 中国后来的考古学者，大都熟悉这句话，从陆地到海洋，将考古工作的触角伸向

四面八方，极大地拓展了人类认识过去的途径和时空范围。实际上，在傅斯年先生当年所讲这

句话的背后，还隐含着两个重要的知识背景 ：其一，是他痛感当时随列强入侵进入中国的西方

① 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第187-188页。

② 霍巍：《突厥王冠与吐蕃王冠》，《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

③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253-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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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册），第253-263页。

学者，以其文化上的强势姿态对“华夏四裔”——诸如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

等展开的研究已占尽先机，而中国学者却还浑然不觉，仍然沉浸于古书之中而自满自得 ；其二，

是基于对中国传统史学中“史料”不足的忧患，他希望以其深受影响的德国比较语言学与历史

语言学的传统为引导，标举“历史语言”的进路，提出“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学术主张，并

且对考古学这一西方传入的现代学术以及所谓“新史学”寄予了莫大期待 ：“凡一种学问能扩充

他做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西洋人做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

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①  但是在

他所处的时代，任何口号的提出实际上都只能是一代民国学人的学术梦想，很难实现。

今天，中国的边疆考古已经走进了新的时代。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从艰难曲折走

向了充满光明前景的发展道路，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的考古学取得了一个

又一个令国人振奋、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绩。每年举行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六大考古

发现”等评选活动，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考古学自身的发展进步，以及社会各界对于考

古学这门“西方舶来”的学科关注度越来越高。考古学不仅已经走进历史，而且已经走进人们

的生活。但是，相对而言，中国边疆考古的状况从总体上看仍然处于较为滞后的境地。由于边

疆地区地理位置偏远、人烟稀少、文物保护条件较差等各种原因，遗址的自然破坏和古墓的人

为盗掘时有发生，给边疆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带来了许多困难，也提出了重大的挑战。令

人振奋的是，近年来，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边疆考古成果进入到每个年度的考古新发现之中，成

为中国边疆考古日益发展进步的缩影和象征。

本文所评述的青海都兰血渭 2018 一号大墓和青海乌兰泉沟一号大墓这两项近年来青藏高原

吐蕃时代重大的考古收获，对于研究公元 7-8 世纪中国通过青藏高原地区与外部世界的交流——

亦即近年来笔者多次倡导的“高原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中原文化对边疆各族产生的强烈向

心吸引力、边疆各个族群文化（如吐蕃文化、鲜卑文化、吐谷浑文化等）之间的互动与融合——

都提供了新鲜的资料，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相对于近年来因盗掘而流失于海内外的不少吐

蕃时代文物而言，这两个重大考古项目能够获得如此丰富的科学考古资料，是非常幸运和难得的。

这如同浮出海面的冰山一角，预示着边疆考古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的到来。

回顾近百年前傅斯年先生所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鲜明口号及其

历史语境，从事中国边疆考古的学者能够更为深切地感受到时代的发展进步，以及由此带给我

们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和自豪感。我们应当前不负古人、后不负来者，与时俱进，在新的形

势下不懈努力，不断做出新的历史贡献。

（责任编辑　杨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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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of Tubo Kingdom 
and the Significance

Huo Wei

Abstract：A series of significant archaeological achievements of Tubo period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have been made in recent years, highlighted by Gouquan Tomb No. 1 of Haixi Prefecture, Qinghai Province, 
which is included in the "Top Ten New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in 2020, and 2018 Xuewei 
Tomb No. 1 of Dulan, Qinghai Province, which is included in the "Top Six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by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oth identified to be the tombs of Tubo 
Kingdom. The two tombs are also included as major discoveries of the "China Archaeology · Silk Road 
Archaeology" by the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Administra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s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reveals their values and significance to China's archaeology in the border areas and along 
the Silk Road. The discoveries of the two tombs are mainly the cemetery layouts, the shapes and structures 
of tombs, the unearthed fresco tombs and lacquer coffins, gold crests, and wing-handled cup inlaid with 
turquoise, which demonstrate the prevalence and changes of funeral custom of the Tubo Kingdom in Qinghai 
and reveals clues of multi-ethnic cultural integration, transportation along the Silk Road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thereby providing new information for archaeology and 
historical studies of the Tubo Kingdom.

Keywords：Archaeology of Tubo Period; Plateau Silk Road; Gouquan Tomb No.1; Dulan Reshui Tombs; 
Archaeology of Tibet

Studies on Silk Road Passing Through Himalaya Mountains and Customs of 
Ancient Kingdoms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New Evidence of Archaeology 

Tong Tao

Abstract：The Silk Road passing through Himalaya Mountains (East Route of the Silk Road of the Tang 
Dynasty) was open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peace-making marriages among the plateau kingdoms (Tuyuhun, 
Tubo, Bal po, and Zhang-zhung-stod) and those between the plateau kingdoms and the Tang imperial family. 
The Plateau Silk Road facilitated the travel to and fro between the Tang and India of the diplomatic mission 
led by Wang Xuance, and deepened the understanding the Tang's imperial government on Zhang-zhung-
stod and Zhang-zhung-smad. The excavation of Samdzong Cemetery in Mustang and tombs of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 in Nagarze County have provided substantial materials for studying the funeral custom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Zhang-zhung-stod and Zhang-zhung-smad. The opening of the East Route of 
the Silk Road of the Tang Dynasty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cultural exchange pattern of the Qinghai-
Tibet Plateau area, manifested by changing the situation of barter in the Himalayan region by the Silk Road 
in western Tibet and southern Xinjiang alone, running north to south and connecting the Central Plains of 
China with India, serving as important passage for official missions, and bringing about direct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Keywords：Plateau Silk Road; Zhang-zhung-stod; Zhang-zhung-smad; Zhang-zhung; Wang Xuance


